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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汝纶与书院教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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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吴汝纶是晚清学者、教育家,为推动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型做出了重要贡献。 吴汝纶在担任地

方官员期间筹经费、延名师,着力经划书院。 他在主持莲池书院时期对书院教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创新。 虽

然吴汝纶的教育实践与思想脱胎于传统教育,始终重视传统经学,但他对传统教育的不足和学习西学的重要

性有清醒的认识,在书院内开设英文学习班和东文学堂就是他推行近代教育的早期尝试。 吴汝纶的这种转变

在晚清这个社会制度转型期非常具有典型性,其力行的书院改革也是中国教育近代化的组成部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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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过程中,教育近代化是

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

具有先导性的地位。 在这个过程中,先后涌现出

一大批有识之士,有教育家,有思想家,也有政治

家,或者几种身份的合一,他们都为中国近代教育

做出了或多或少的贡献。 吴汝纶就是其中的一

位。 吴汝纶字挚甫,又字至父,道光二十年(1840
年)出生于安徽桐城高甸刘庄,自幼熟读四书五

经,同治二年(1863 年)开始应试,每试必中,当年

中县试第一名、府试第二名、院试第一名;次年中

江南省乡试第九名举人;又次年入京会试中第八

名进士、以内阁中书用;同年(1865 年)入曾国藩

幕府,从此步入仕途。 “少长以文章见知于曾文

正公,遂从曾公受学” [1]1139,与张裕钊、黎庶昌、薛
福成号称“曾门四弟子”。 吴汝纶可以说是中国

传统教育模式下走出的成功的典范(至少在当时

看来是如此),但就是这样一个有着深厚传统文

化背景的人,后来却成为一个思想开放、“兼综中

西”、主张学习西学、借鉴外国教育经验变革中国

传统教育的人,并为中国近代教育做出了重要贡

献。 《清儒学案·挚甫学案》称:“自望溪倡古文

义法、刘姚继之,桐城一派遂为海内正宗,绵延二

百年,而挚甫为之殿;海通以来,中国屡受外侮,识
时之士知非变法不足以图强,挚甫尤喜言西学,异
乎拘墟守旧者也。” [2]484 吴汝纶的这种转变在晚

清这个社会制度转型期非常具有典型性。 从为官

一任、兴学一方,到主讲莲池书院,从热心于传统

教育到批判科举取士,从对西学的肤浅认识到主

张“取资外国新学”改革中国传统教育,从孤立的

教育活动到对整个中国近代学制体系的思考,他
的教育实践与思想始终处于不断的近代化转变过

程中,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本文拟从书院教育入

手,通过对其教育实践的阐述、研究,以窥其教育

改革思想之一斑。

　 　 一、经划书院教育

深受“陶铸人才以移风易俗”思想的影响,吴
汝纶在早年为官期间特别注重地方教育。 从同治

十年(1871 年)出任直隶州深州知州,到光绪十四

年(1888 年)辞官,吴汝纶先后做了 17 年的地方

官(其间曾因丁忧短期去职)。 在此期间,他投入

精力最多、成效最大的政绩,非教育莫属。 在吴汝

纶看来,义学办得再好,其最高成效不过“略识之

无,稍记名姓”,而造就成材,必须依靠书院教育,
二者“利害较然,彼此悬绝”。 在这一思想指导之

下,他把经划书院作为治理地方教育的主要目标。
除了处理日常政务外,“则尽心整顿书院,培养士

人,欲化其朴陋之习” [3]15。
(一)裁并义学,以资书院

京津一带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遭兵火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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虐,破坏严重,经济凋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教
育更是陷入停滞状态。 吴汝纶初到深州时州治书

院因经费缺少而“几于废驰”,“山长束修,不足供

脂袜之资,生徒膏火,不足偿纸笔之费”,以至于

“科第愈益稀少,风气愈益朴陋” [3]478,民间义学

更是有名无实。 对于这种现状他非常忧虑,决意

“诱之上进,激厉奋兴”。 要重新振兴书院教育必

须宽筹经费,当时书院田产生息几乎荡然无存,而
“劝捐输,查废产”又行不通。 与此同时,吴汝纶

也发现另一个问题,就是当时民间义学管理非常

混乱。 道光年间时任深州知州张杰曾利用查收的

废产兴建了一批义学,后来又驱逐僧道,添设义学

至二百四十五处之多,使“党庠家塾遍乎四野”。
这原本是有利地方教化的一大盛举,但因当时没

有详细、统一的规制,都是民间自行简料,以至于

后来“散无友纪,查检难周”。 有的村民甚至伪造

地亩、学舍册籍,虚应官令,而实际上村内并没有

设立义学,遇到上面检查就借私人家塾,指为义

塾,或者让村内长老冒充塾师。 到了吴汝纶任知

州时,义学已经积弊丛生,尚未废坏的义学也是

“先生据案,未必识丁,弟子入塾,有如点卯”的状

态。 看到这种情形,吴汝纶当机变通,请示上级官

长,要求核实稽查义学田产,分别裁并:对于地亩

较多而规制未坏者,酌留数处;地亩少,经费不给

者,则数处并为一处。 同时对学生入学条件和塾

师资格做出规定,即“必子弟聪颖,读书可成而无

力延师者,方准送入义学,仍由考试书院时录取寒

士,以为之师” [3]479。 这样通过裁并义学,一些废

坏难复之学的学田和久为豪民霸占的学田都被稽

查在案,而这些田产的地租则尽归书院。 “如此

一转移间,义学弊窦渐除,可冀徐收实效。 书院经

费素裕,必能大振士风” [3]479,可谓一举两得。 但

义学在当地存留也有数十年的历史,而且很多被

地方豪民霸占着,裁并有很大阻力,“一旦尽与改

革,奸民无能侵牟,固且怨读言横起,即有读书晓事

之人,亦将震于义学美名,不能卓然无惑” [3]480。
吴汝纶对此有充分的认识,所以在具体实施时采

取分别裁留的形式,不“行之过骤,操之过急”,谨
慎是吴汝纶行事的一贯作风。 经过努力,这次裁

并义学,共括出废弃学田一千四百多亩,而且还追

回豪民拖欠二十余年的书院生息款五千多两,全
部充书院经费,“厚给师生,广置书籍,而书院以

兴” [1]1139。 他自己也颇以此为荣,在日记中写道:
“余在深二年,愧无绩状,惟查学之废者并其产于

书院,厘定章程,稍有裨益,到任时书院岁入三千

余串,卸任时乃六千余串。” [1]388

(二)延名师,聚高材

在筹款充实书院经费的同时,他还想方设法

为书院聘请名师。 他遴选书院教师的标准虽然说

是“究以帖括为主”,但从他先后为冀州信都书院

选聘的几位山长或者教授来看,都是在经史、文辞

和实学方面有专长的人,而在举业方面倒不是很

注重。 光绪七年(1881 年),吴汝纶欲聘正在保定

畿辅通志局任分纂的王树楠①为信都书院主讲,
写信给总纂黄彭年,请其允让。 黄彭年闻之大怒,
坚决不准,而且在回信中“语多讥讽”。 黄彭年的

态度使吴汝纶感到有些意外,他说:“鄙事迭费清

神,感纫无极,寿翁来书,颇含怒意。 此事小子无

礼,岂敢妄有触犯黄丈,黄丈天下事岂不容商量邪

!” [4]63 于是吴汝纶再以书请,辞极和婉,但黄彭年

还是坚持不允。 这似乎惹恼了吴汝纶,遂上辞职

书于李鸿章,说:“某作官一无所长,惟整顿学校,
为国家造就人才,尚堪自信,今求一山长,而不得

行其志,尚何面目尸此位乎?” [5]548 当时李鸿章方

遭母丧,所以请署督张树声代为和解,最后达成协

议,王树楠保定、冀州各住半月,一面继续修志,一
面主讲信都书院。 这样,为书院聘请名师的任务

算是完成了,但吴汝纶和黄彭年的关系也因此而

破裂,“二人自此水火矣”。 由此可见吴汝纶为聘

名师主讲信都书院之不遗余力和发展地方文教之

决心。 后来为聘请范当世②、贺涛③也都费了很多

周折。 贺涛当时为直隶大名郡学使,因格于官例,
不能出任冀州书院山长,吴汝纶为此特别请求上

级官长,将贺涛自大名调署冀州学正,这样才有贺

涛的冀州之行。 贺涛后来官刑部主事而仍兼讲

席,前后共 18 年,成就也非常大,“北方学人对之

极推崇之盛,谓继吴挚甫先生而后之第一人。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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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王树楠(1851—1936),新城(今河北省高碑店市)人,字晋
卿,号陶庐老人,与吴汝纶有师徒之谊。 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
历任四川、甘肃等省知县、知州、道台多年,官至新疆布政使。
1914 年入清史馆任总纂。 王树楠对文字训诂、新疆舆地、欧西历
史均有研究,一生著述颇丰,有 60 种之多,民国《冀县志》为其地
方志代表作。

范当世(1854—1904),通州(今江苏省南通市)人,字肯堂,
又字无错,别署伯子、诸生。 师事张裕钊,学古文义法,同时受教
于吴汝纶。 所作散文属桐城一派,后经吴汝纶推荐,入李鸿章幕,
为其子李经迈老师。 著作有《范伯子先生全集》等。

贺涛(1849—1912),武强(今河北省武强县)人,字松坡。
贺涛为吴汝纶之后桐城古文派的主将,与范当世齐名,有“南范北
贺”之称。 同治九年(1870)中举,光绪十二年(1886)成进士,任
大名郡学使。 光绪十五年(1889)殿试授刑部主事,后袁世凯聘主
保定文学馆。



讲冀州书院久,其门第遍燕南北,蔚为北方大

师” [6]。
除了为书院遴选名师,他又聚所属五县之高

材秀生,使之就学于书院,求贤师而教之。 此外他

还广纳贤士,将其罗致于身边,每月在书院聚会一

次, “ 议 所 施 为 兴 革 于 民 便 不 便, 率 不 依 常

格” [7]13443。 他们还参与书院的考课,“每校士之

期,此数十人者,毕来论学议事。 略尊卑之分,泯
主客之迹,黜彼我之见,翕然欢然不知其孰为官,
孰为士,孰为宾师也。 而生徒执业其中者,亦相与

维系如一家,各以所闻见传播乡里,故其时冀属多

善政。 习俗为之一变,而吴先生亦尝以得人自

喜” [8]331。
吴汝纶为官时不仅自己注重教化,而且也积

极支持下级官员这样做。 当时冀州武邑县令郑筠

似兴复武邑书院,吴汝纶为了不使其半途而废,打
破“摄县率以一年为限” 的惯例,为之 “请于大

府”,留君三年,以竟其事,使“自初迄终,经画井

井,于是武邑之俗大化” [9]143。
经过吴汝纶的不懈努力,深州和冀州的学风

大振,教育有很大起色,以致“深冀二州书院,遂
为畿辅冠” [1]1153。 他自己也说:“数年以来,殊无

治状,惟有书院筹增经费万余金,招名师教授,选
其少年俊才,使在院肄业,士风稍振。” [3]525-526

　 　 二、主讲莲池,成绩斐然

光绪十四年(1888 年),尚在冀州任上的吴汝

纶得知莲池书院山长一职有空缺,遂上书李鸿章,
请求辞官以赴讲席,第二年二月二日卸冀州任,二
十五日即抵保定莲池书院,出任山长,一直到光绪

二十八年(1902 年)被张百熙任命为京师大学堂

总教习,主持莲池书院达十三年之久。
书院水平的高低、名望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

有赖于院长的人选。 莲池书院自创办后,先后在

此担任院长、教授、主讲者有不少文化名人,但由

于庚子之厄,莲池书院的文献典籍或被焚毁,或散

佚,所以自书院创立至咸丰初年,其历任院长大多

已无可考稽。 自咸丰十一年(1861 年)至光绪末

年,在吴汝纶之前先后主讲于莲池书院的名士有

章学城(邃于史学,以纂志为时人所重)、祁韵士

(精于治史,长于地域、中西交通之学)、黄彭年

(朴学、修志)、何秋涛(于经史小学无不研究,尤
精于地理学)、李嘉端 (讲学认真,得第学生最

多)、王振纲(博学多通,后乃潜心研究性理)、张

裕钊(研究训诂专主音义,擅长书法,工桐城古

文)。 在这期间,莲池书院学风随着院长的个人

特点不断变化,由章学城、祁韵士、何秋涛时期的

经世致用到李、王时期的专主举业,黄彭年又提出

“化乡酬世”的办学目标,而张裕钊则“日以高文

典册磨砺多士”。 作为莲池书院最后一位院长,
吴汝纶不仅从教时间最长,而且在书院教授和管

理方面有自己的特色。
(一)“为教一主乎文”
吴汝纶教学中最大的特点是“为教一主乎

文”。 《清儒学案》称:“(挚甫)为教一主乎文,以
为文者天地之至精至粹、吾国所独优。” [2]484 他生

于时称“天下文章所归” 的桐城,“自少读姚氏

书”,成年后又以文章名世,这决定了他对文章的

重视。 桐城古文向来重 “义法”,“义” 即 “言有

物”,“本经术而依事物之理”,就是要符合程朱理

学规范,但世人一般认为桐城派于程朱理学没有

太高深的发展,他们更重视“法”,即古文写作的

程式、法度、规模等,讲求文从字顺(重音韵)。
但吴汝纶之所以重文,在更大程度上是从

“文”与“道”的关系上来看的。 所谓“自古求道者

必有赖于文,而文章与时升降”,而且“圣人者,道
与文固并至,下此则偏胜焉,少衰焉” [9]52。 在文

与道的关系上,他列出了三种可能,并明确说出了

自己的看法:“凡吾圣贤之教,上者道胜而文至,
其次道稍卑矣,而文犹足以久;独文之不足,斯其

道不能以徒存。” [9]148 “圣贤之道寄于文,古无所

为而漫言道者”,虽然道是实质,文是形式,但如

果没有好的“文”作为载体,再有价值的“道”也不

能长存。 因此他把写好文章看成学习的一个重要

任务,曾对外甥王子翔说:“学有三要:学为立身,
学为世用,学为文词。 三者不能兼养,则非通才。
非奉教贤哲,刻苦求进,不易成也。” [3]107 桐城古

文自清代中叶在文坛上崛起后,长期具有很大势

力,但到后来那些可供遵循的写作原则和技法成

了束缚写作的条条框框,使桐城古文变得日益平

庸,落入俗套。 曾国藩出于“修道立教”的需要,
曾对桐城义法进行了一番改造。 吴汝纶作为桐城

派末代宗师,则指出:“说道说经,不易成佳文。
道贵正,而文者必以奇胜。” [3]52 一言切中桐城古

文的要害———平庸无奇。 他还继承了韩愈等人以

“气”论文的传统,把“才” “学” “气”的关系作为

评价文章的标准。 他认为“夫文章以气为主,才
由气见者也。 而要必由其学之浅深,以觇其才之

·29·



厚薄” [9]359,所以相对于“宏肆”“驰骋”之文,他更

欣赏“醇厚”“笃实”之文。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他特别推崇姚鼐编的

《古文辞类纂》。 这本书可是说是桐城文派的经

典之作,是古文写作的典范,而不是经学、道学的

教科书,吴汝纶对它的评价非常高。 他说:“因思

《古文辞类纂》一书,二千年高文略具于此,以为

《六经》后之第一书。 此后必应改习西学,中国浩

如烟海之书,行当废去,独留此书,可令周孔遗文

绵延不绝。” [3]231 他把此书作为仅次于六经的必

读书,不但经常向他人推荐,还向朋友求购康刻版

本,请求“用黔蜀有绵性之纸,印廿部见赐”,以分

惠子姓、传散徒友,可见其对桐城古文的偏爱。 他

还写有《古文辞类纂点勘 》四卷,认为“姚选特入

辞赋门,最得韩公论文尊扬马本意。 而《楚辞》至
为难读,因颇发其旨趣著于编,用质后君子。 ……
欲治文事者,倘亦有取于斯” [9]174。

但他也承认文体是不断变化的,各个时代有

不同的特点,如他所说,“汉氏多撰著之编,唐宋

多集录之文”,“其体虽变,其要于文之能工,一而

已”,可见他看重的是写文章的艺术和技巧,而不

一定必须以桐城古文的文体来写。
(二) “因文以求其意”,开创治经新路

吴汝纶不但治学没有门户之见,而且还继承

了曾国藩更化创新的学术特点,从汉宋两学派治

经的缺陷出发,独辟蹊径地开创了一条“因文以

求其意”的治经新路。 “窃谓古经简奥,一由故训

难通,一由文章难解。 马郑诸儒,通训诂不通文

章,故往往迂僻可笑。 若后之文士,不通训诂,则
又望文生训,有似韩子所讥郢书燕说者。 较是二

者,其失维钧。”他还指出:“唐宋文人,于六经能

抉摘隐奥矣,其所短则古训失也。 朱子于理学家

独为知文,其说得失参半,又其文事未深,故古人

微妙深远之文,多以后世文字释之,往往不惬人

意。 我朝儒者鄙弃其说,一以汉人为归,可谓宏伟

矣,唯意见用事,于汉则委曲弥缝,于宋则吹毛求

疵,又甚者,据贾、马、许、郑而上讥迁史,蒙窃未之

敢信。 ……乾嘉以来,训诂大明,至以之说经,则
往往泥于最古之诂。 而忘于此经文势不能合也;
然则训诂虽通,于文章尚不能得,又况周情孔思

邪!” [3]615-616 在他看来,汉宋两家未能真正彻底地

通晓经文,归根到底都和不通文章或“文事未深”
有关,所以把“通文章”提到重要地位。 吴汝纶是

持“道以文传”者,他认为治经之人不通经文,自

难晓经文所论之“道”,而精于文章者兼通训诂和

义理不是难事。 作为桐城派的“古文宗匠”,吴汝

纶在文章上自然有着毋庸置疑的优势,所以他治

经也比较有特色,用他的学生贺涛的话说就是

“因文以求其意”,这是汉宋两派经学家都没有走

过的治经途径。 正因为此,所以读吴汝伦的文章,
有两种感受最深刻:一是他文章内容旁征博引,
“无古今,无中外,唯是之求”,“自六经诸子百家

传记,以逮国朝著述,与夫儒先遗闻绪论、断简零

章,无不博求而慎取也” [1]1130;二是他的文章“醇
而肆”,不但文思缜密,而且气如流水,“渊涵渟

泓,浑无涯涘,上与元气者侔,而下与万汇相昭

列” [1]1130。
吴汝纶和张裕钊同出曾国藩门下,又是情意

颇深的挚友,而且同宗桐城文派,二人先后执教

莲池书院将近二十年,重文的风格一脉相承,他
经常鼓励学生练习写作,精心批改、指点,并刊

刻成《学古堂文集》二卷,激发了学子写作的热

情,使莲池书院形成了浓厚的文学氛围,也培养

出一批“词章蜚声”的门生,如贺涛、傅增湘、高
步瀛等。

(三)破旧立新,大胆改革

吴汝纶担任院长时期还对书院的办学和管理

方面进行了改革。 第一,在保证生源质量的前提

下放宽入学限制。 书院每年在正月招收新生,考
生无须具备秀才资格,也没有省区、籍贯的限制,
凡通过入学考试合格者即予以录取。 第二,招生

不受定额限制。 由于书院面积较小,通常仅能容

纳四五十名学生住宿学习,因此存在一些走读生,
这些走读生与住院生享有同等的听课权与考试

权,不仅可以来院听讲,而且可以参加每月一次的

考试,奖励待遇与住院生相同。 第三,改革考试制

度。 过去由五大宪(即对总督、布政使、按察使、
清河道员和知府的统称)分别做主考官、轮流拟

阅试卷的官课和由院长主持的斋课均采用开卷,
也没有考试时间的限制。 到吴汝纶时,他将斋课

改为严格的闭卷考试,规定二更前必须交卷,还亲

自监考,使学生的拖延、抄袭之风得到遏制。 同时

允许不在书院著录的士子报名参加各类考试,名
列前茅者也可获得奖励,待遇同本院生员。 这种

开门考试的办法,使书院教学影响远远超越了它

的藩篱之限。 第四,加强奖励机制。 每次考试优

胜者分列 一、二、三等,依次给以奖赏。 原先奖银

很少,斋课每次考试共奖银八两,官课随轮值主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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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之意而定,为数也不多。 吴汝纶出任莲池书院

山长不到三个月就上书李鸿章,请求其宽筹经费,
每年增奖银一千余两。 在奖银的分配上,他尤其

侧重对古课的奖励,第一名一次就可以获得 10 两

的奖励。 官课和斋课的考试内容一律是默写《四
书》《五经》的章句,并写八股文章和试帖诗各若

干篇、首,这实际上是针对科举考试所进行的模拟

测验,而古课则是由院长出题考试经史策论。 吴

汝纶重奖古课而不是官课和斋课,可以看出相对

于经史之学,他并不太重视举业的学习。 这里有

必要指出的是,虽然不重举业,但是在书院官学化

的时代,位于畿辅重地的莲池书院不可能完全抛

弃举业,而且国家选拔制度并未改革,科举仍是大

多数士子求学的目标,所以吴汝纶也狠抓时文教

学,不仅严格斋课考试,而且编写时文教材用以教

初学者。
重文的学术风气,灵活的办学机制,使吴汝纶

执教的莲池书院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吸引众多学

子前来就学。 民国时,王兰荫在《河北省书院志

初稿》中对吴汝纶在直隶的兴学与从教情况评论

说:直隶之书院,“其流弊则教材教法,纯受科举

制度之支配,以帖括为主,学多无用。 惟深冀二州

书院及保定之莲池,因桐城吴汝纶挚甫之提倡主

持,独具特点” [10]154。

　 　 三、尝试新式教育

意识到传统教育的不足和引进西学的重要

性,当时还是莲池书院山长的吴汝纶就开始了近

代新教育的早期尝试,在书院内首次开设了英文

学习班和东文学堂。
(一)开设英文学习班

吴汝纶认为中国不能老是“窳守旧术”,必须

重视新学,熟习各国政治,“始能宏济时变”,以御

外辱,所以他非常提倡书院学生学习西学。 学习

西学,除了看翻译的西学书籍和报纸外,如果能掌

握一门外语将更能获益。 但语言不同于其他学

问,吴汝纶认为学习一种语言必须以以此种语言

为母语的人为师,如学习英语必须以英国人为师,
学习日语必须以日本人为师,而不能跟日本人学

英语。 1898 年吴汝纶听说有一位叫贝格耨的英

国人在保定居住,于是便与之联系,在保定书院内

开设英语班,并传授西学。 当时在书院内开设英

语班可以说全国也只有莲池一家,虽然预定只招

收 20 名学生,也颇费了一番周折。 吴汝纶为此动

用了以前做地方官时的一切关系,广泛宣传,多方

动员。 首先宣传学习英语的好处,其次为那些犹

豫的人家算“经济账” : “中国之学,往往费数十

年之力,而不能必成。 西人语言文字,期以五年无

不成者,五年之内,所耗束脩止一百余金,五年之

外, 即 可 大 发 财 源。 本 小 利 大, 莫 过 于

此” [3]233-234,自己率先送儿子入学以为表率。 这

样,在他的积极努力下,莲池书院的英语班终于得

以开课。
(二)创办东文学堂

在开设英语班之后,吴汝纶又着手创办东文

学堂。 他创办东文学堂的原因有三:一是东文较

西文易学,且教习易聘,聘金也比西文教习少;二
是西书一般都有东文译本,通晓东文就可以遍览

广学;三是日本离中国近,中国学生将来赴日研习

专门之学不是很难,而且花费较少。 他请求李鸿

章之子李经迈(季高)代为疏通,从淮军公所岁脩

之费的存款入息中每年提取四百金,作为东文学

堂的办学经费。 因此,此学堂名义上专为安徽籍

子弟所设,畿辅诸生如有愿意附学者,可以出少量

束脩,以资补助,“惟皖人则不须别筹束脩,庶冀

寒家易于从学” [3]255。 至于东文教习,则聘其学生

中岛裁之。 中岛裁之于 1891 年来到中国,1898
年拜吴汝纶为师,“其人于东学、西学皆已卓立,
而中学亦甚可观” [3]255。 后来中岛因在日本办理

同文书院,所以不能主持东文学堂,又聘野口多内

(张裕钊的学生)继续担任教习。 吴汝纶还为东

文学堂制定了学堂章程:“入学以五年为限,至速

亦须三年”;实行班级授课制,“同学二三十人,皆
应合班受业”;“以中学人执一业,进止可以自由,
东学则同班共读一书,先后不可参差也” [3]275-276。
学生中学、东学兼习,课堂上则只学东学,以半日

为限,一般是下午上课,上午各生仍自归本家讲习

中学。 但学堂宗旨以东学为主,虽然中学和东学

各占半日,但如果有“资性平钝者”,白天所学东

学不能完全掌握,晚上必须温习;“本日未熟者,
次晨仍应温习”,“不得拘定半日中学,致令东学

疏旷” [3]276。
在书院内开设英语班和东文学堂,此举在当

时曾引起封建顽固派的非议和责难,但吴汝纶不

惧这些非难,并以此为荣:“保定一城,由下走开

成东西二学堂,并不甚多费,颇以此自喜。” [4]147

不仅如此,他还鼓励莲池书院学生赴国外留学。
在吴汝纶的主持下,莲池书院的盛名远播海外,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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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日本学者如学家梅原融、本田幸之助、上野岩太

郎、金子弥平等或以文章求教,或亲来书院学习交

流。
(三)力推新式学堂

吴汝纶自入仕以来,一直在京津一带活动,但
他仍然非常关心家乡的教育事业。 先前为了白鹭

洲书院学田一案,几乎费尽了心血,多方联络,寻
求支援,前后几年,最终算是争回了书院应有的学

田,保证了白鹭洲书院的经费来源。
戊戌变法以后,吴汝纶多次写信给当地官绅,

以当时危急的国情相敦促。 如他在给当时主持白

鹤峰书院的李与仙、柏松如二人的信中说:“科举

改制,国家注意西学,策论取士,亦决不能久。 昨

读上谕,天下书院尽改为学堂,民间社学、义塾,一
律讲习西学。 风气大变,吾皖尚沾沾守旧,不能作

新人才,此大患也。” [3]196 他动员他们适应时代的

变化,讲求西学,将书院改为农商学堂,三年之后,
必有成材可观,“高可以为国效用,下亦可以为乡

里致富阜财”,“使愚者智、穷者富”,“实救时之良

策”也,较之埋头于无用之策纶课卷,“其奏效之

孰虚孰实不可以道里计矣” [3]196-197。 后来戊戌变

法失败,“朝局一还旧贯,时文复用”,慈禧太后一

道“书院照旧办理,停罢学堂”的懿旨颁布下来,
处于萌芽中的教育改革戛然而止。 时局的不稳使

很多人丧失了改革的信心,或尽复旧制,或相互观

望、停滞不前。 而吴汝纶此时仍力主改革,认为恢

复时文考试“于长育人才实有妨碍”。 “缘后生朝

夕揣摩此业,即无余暇可以兼习他学,不惟西人艺

术,不获窥寻,即中国文史,亦复不遑探讨,无以造

就成才。 ……且时局多变,后生为学,若不问津西

国,终难成有用之才。” [3]216 所以他写信给家乡的

柳博泉侍郎,希望他与同乡诸公“熟筹妥商,贻书

当轴,再申前议,添筹经费,开倡西学”。 当时戊

戌变法失败,全国上下呈现一片复古景象,吴汝纶

此时继续促动改书院为农商学堂,足见其眼光之

长远、改革信心之坚定。

由以上内容可以看出:第一,在这个时期,吴
汝纶基本上仍是在传统教育思想的指导下从事教

育实践。 他筹集教育经费的途径、遴选教师的标

准以及主讲莲池的教学内容和办学方针都没有能

够冲出传统教育的樊篱。 第二,他不遗余力地为

地方教育办实事,兢兢业业执掌莲池书院,也为畿

辅地区学风的转变和人才的培养做出了贡献,这
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第三,吴汝纶并非循规蹈矩

之人。 从他的治学态度来看,不仅无门户之见,而
且还敢于开创新的研究途径,有着明显的开放性

特点。 第四,他在传统书院内率先开设英语班和

东文学堂,标志着他迈出了近代教育改革的第一

步,虽然只是短暂的尝试,但客观上也为他以后被

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乃至东渡日本考察教育

埋下了伏笔,同时也为莲池书院较早改新式学堂

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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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 Rulun and the Reform in Education of Academy of Classical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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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Wu Rulun, a scholar and educator in the Qing Dynasty, has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raditional education to modern education. As local official, he raised money, hired fa-
mous teachers, and tried to manage academy of classical learning. As lecturer in Lianchi Academy, he re-
formed and innovated the education. Although his educational practice and thought were born out of traditional
education, and he attached importance to the traditional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he was clearly aware of
the insufficiency of traditional education and the importance of Western learning. Offering English and Japa-
nese courses was the early attempt to promote modern education. The change in his education activity was a
typical case in the social system transition period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his academy education reform
was a part of modernization of educa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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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e decline of novels and the rise of short stories in the period of Chinese modern transforma-
tion are a particularly important literary phenomenon. The reasons for its occurrence are very complicated. I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rosperity of world’s short stories, the western learning introduced into China (transla-
tion), and the external factors of novels such as Chinese politics of the times,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concept of trauma,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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